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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围观走向行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

农村社会研究范式的转型

——兼谈学术何以能中国

樊 凡 刘 娟

摘要：文章借用理想类型分析法对农村社会研究历史进行梳理发现，在农村社会研究中主要存在

两种研究范式，基于“田野调查”的研究范式和基于“田野实践”的研究范式，前者由于对学术研究

实践品格的轻视而具有一定程度的“围观”特征，后者由于对学术研究实践品格的重视而追求“行动”。

经过对前者的反思，文章认为，对学术研究实践品格的轻视不仅淡化了农村社会研究的初心，还是其

“难以中国”的主要原因。为了使农村社会研究能够中国，于情于理、于史于势都有必要倡导构建命

运共同体的行动式农村社会研究。与传统依赖田野调查的农村社会研究和侧重学术强行干预实践、有

霸道嫌疑的行动研究不同，打造命运共同体的行动式研究不仅能够跳出诸如“农村社会研究本土化”

“农村社会研究离科学有多远”之类学术话题诱导的盲区和陷阱以及方法与学科之争，还志在通过审

慎和务实的田野实践，促成学术与实践的相育和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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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当下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事关乡村的全面振兴、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越

来越多的学者将自己的研究领域定位于农村社会，成立专门研究中心或机构的院校也越来越多，有的

院校甚至新建了农业、农村与农民发展学院，中国农村社会研究的成果也迅速丰富起来。与此同时，

随着研究广度和深度的不断扩展，学术如何能与中国的历史、当下和未来命运紧密连接，即“学术何

以能中国”成为摆在中国农村社会研究者面前的历史之问、人民之问和时代之问。这个问题不只需要

认识论和知识论层面的探讨，更需要实践论层面的兑现。

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建议，文责自负。另，文中所言的农村社会研究，特指社会科学进路的研究，尤其是社会学、人类学、

教育学、社科法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以及管理学进路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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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此后，相关研究者围绕

中国农村社会研究的发展状态和未来走向开展了诸多讨论，这些讨论促使研究者将“中国农村社会研

究”作为一个议题进行反思性研究（例如陆益龙，2010；渠敬东、周飞舟，2015；徐勇，2016；樊凡，

2017a；温铁军，2018），并产出了较有影响的成果。然而，这些文献述评类成果，大多局限于某一特

定领域，将某些农村社会研究成果作为对象进行检视，着重探讨“农村社会研究如何才能本土化和科

学化”，鲜见对农村社会研究范式的讨论。为推进中国农村社会研究的健康发展，使其顺应历史发展和

文明进步的趋势、满足人民的期待，学界有必要深化对“中国农村社会研究”整体性的反思，开展农

村社会研究范式的研究。

二、“围观式”农村社会研究及其问题

根据研究取向的不同，笔者发现，当前中国农村社会研究中主要存在两张不同的面孔：其一，以

生产静态的“地方性知识”为取向的研究。这种范式主要体现在文化人类学、社会学以及法学进路的

研究文献中，更关注“地方特色”，常常认为描述共同点实在没有研究意义。在具体的研究中，它们一

般以小范围的细节为基础，通常将农村社会作为“物”来观察和诠释，倡导通过田野调查和个案研究，

在既定的学科框架之下，用深描的方式，以一些抽象的理论话语归纳或演绎出农村社会的本土性或地

方性特征。

其二，以展现动态的“地方性实践智慧”为取向的研究。这种范式主要体现在史学、政治学、管

理学以及经济学进路的研究文献中，主张为了使农村社会研究能够充分展现“有血有肉”的农村社会，

研究者应该以历史叙事或者讲故事的方式，为人们展现出农村社会主体
①
的能动性以及基于这些能动

性而合成和演化出来的地方性实践智慧。在具体的研究中，它们通常更关注人的因素，常常以农村社

会诸种主体所处的实践情境为背景、以他们的需要和互动为出发点，从生存智慧、经济智慧和社会智

慧这三个维度对农村社会主体的实践智慧进行分解式研究，倡导通过对历史维度的引入或者长时间段

的追踪调查，既对作为“作者”的农村社会诸种主体的实践智慧及其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动态的展现

和梳理，又对基于前者而形成的“地方性实践智慧”的历史变迁、当下状态以及未来走向进行述评式

研究。

在持第二种研究取向的学者看来：一方面，“地方性知识”常常处在认识论和知识论层面，只有在

既定的知识框架中才能成立，难以展现实践主体的个性、社会资本、时运及其所面对的各种约束性条

件，可能与处于知识框架之外的实践智慧相去甚远；另一方面，与单纯的认识论和知识论层面上的“地

方性知识”不同，“地方性实践智慧”是存在论和实践论意义上的，它本质上拒绝那些认识论和知识论

层面上的定型、定性式“知识”限定，具体而言，它指的是农村社会诸种主体的心智素养和运筹能力，

是各种社会力量、社会规范、知识、情感和经验编织在一起而形成的，是社会诸种主体在具体的历史

①
指农民、农民合作社、各种村民自治组织以及地方政府和诸种嵌入农村社会的市场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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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反复锤炼的结果，有着很强的博弈性、演化性和生态性
①
。

第二种取向的研究之所以对第一种取向的研究不满，主要是因为后者有“削足适履”“刻舟求剑”

和“画地为牢”的嫌疑，正如赵汀阳（2000）所言，“没有比把智慧变成一套固定的、局限的、封闭的

学科和专业话语更损害智慧的活动了”。比如，有些农村社会研究（尤其是定量研究），常常采用的是

“分析性思维而不是相似性思维，难以认识高度复杂和高度不确定的研究对象”（张康之，2018）。这

些研究虽然生产出了非常丰富的“专业知识”，但是忽视了问题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不仅“追求的是知

识增量，容易成为知识框架内部的概念或逻辑游戏”（邓正来，2011），还造成了人的消失（樊凡，2017a）、

情境感的淡化和时间感、历史感的匮乏。毕竟，农村社会相关主体不是可以依研究者学术研究的需要，

就能被完全数据化或者成为被指定和操纵的变量，他们从来都无法像“数据模型”和“演化推理”那

般机械地、逻辑地、轻松自如地行事。贺来（2018）指出，“实证科学遵循着形式逻辑的同一律、排中

律和不矛盾律，代表着一种非历史性的、非此即彼的知性化肯定性思维。这种研究方法试图把研究对

象当成现成的事实接受下来，去寻求对其‘如实’的、‘客观’的把握。由于它忽视了现实的人及其历

史发展所具有的自由本性、矛盾本性、社会历史本性等特殊品格，难以揭示现实的人及其特殊存在和

发展方式”，常常只是朴素唯物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表达；社会学家布赖恩特（Bryant，1985）亦指

出，如此进路的研究只是相当平面化的“事实”陈述，忽略了社会研究应该具有的批判和解放精神。

另外，用数学语言表达的、逻辑自洽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人类对社会现象的认识，然而，这些

研究在不断走向形式化、数理化和工具化的同时，其解释力和判断力也受到了削弱（王宇，2018）。因

此，为了增强农村社会研究的解释力和判断力、彰显农村社会研究的批判和解放精神，有必要展现处

于知识框架之外的“地方性实践智慧”，即着力展现真实的农村社会主体和农村社会事务的博弈性、演

化性和生态性。这也正是当下史学进路的农村社会研究特别是微观个案研究发展迅速的主要原因。

诚然，以展现“地方性实践智慧”为取向的研究是对以生产“地方性知识”为取向的研究的部分

优化，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农村社会研究的发展，但从整体上看，在当前，中国农村社会研究中

仍不乏盲目跟风和浮躁，很多研究成果只是停留在认识论和知识论层面上的观念和学说，不具实践品

格，无法转化出治理效能，难以给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以及乡村振兴提供及时有效的帮

助。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在这些研究中，研究者通常只重学术心志、以“求知”为旨，倾向于进

行精细化的学术操作和学术共同体的培育，忽视了学术研究理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笔者借用经典的理

想类型分析法（Weber，1949），将这些称为“旁观式的或者围观式的研究”
②
。这些研究不但善于制

造学术话题、善于将农村社会问题话题化，而且乐于对这些话题进行学术围观和炒作。

①
“地方性实践智慧”具有博弈性是指：从内部来看，它是不同主体合力和相互博弈的结果，从外部来看，它常常与其他

的“地方性实践智慧”进行博弈；“地方性实践智慧”具有演化性是指：它不仅会依地方性情境的变化而演化，还会在与

其他“地方性实践智慧”的接触中发生演化；“地方性实践智慧”具有生态性是指：从存在论层面看，它不是存在于真空中，

而是处在一定的生态情境中，这些生态情境是其存在的必要条件，是其发展和演化的基础。

②
本文将“围观”视为一个对中国农村社会研究存在问题进行抽象和分析的理想类型概念，而不是一个纯描述性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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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来看，这些围观式农村社会研究往往源于研究者与农村社会命运相分离，以研究者和学术共

同体的利益和发展为中心，强调学术上的自由和学术成果的生产，并以学术同行的评议作为设立研究

项目、分配研究资源、评判研究优劣的决定性依据，致力于塑造趋于“消费农村社会”的“自治型学

术共同体”（樊凡，2017a）。虽然围观式研究不是中国农村社会研究的全貌，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

是它们的存在，造成了中国农村社会研究合理性和正当性的流失、侵蚀了中国农村社会研究的品质，

而且，它们善于制造和炒作学术话题，常常具有很强的扩散性和渗透性，往往造成了中国农村社会研

究中的“劣币驱逐良币”。

此外，在这些围观式中国农村社会研究中，更为常见的是：（1）重于展现“特色”，常常“为了特

色而刻意制造特色”，其主要表现为农村社会研究各“学派”对各自研究特色的过度强调以及基于此而

形成的各种对峙性的、非理性的学术争论，这些争论往往加深和固化农村社会研究中各个“学派”的

不同，使其各自养其势力，于是引发了顽固的学术割据症状（樊凡，2017a）。为了精确诊断当今这个

学术割据的症状，借用一位化名为默的读书人讽刺当年北洋政府派系林立的状况时所持的观点，即“派

之义，即私之代名词也。各尊其派，即各顾其私，派越多，即争私之见愈甚，宁有良果哉”（默，1914）；

（2）重于概念、理论或碎片化经验的堆砌，其主要表现为农村社会研究界“各美其美，互不相美，美

美难共、难以大同”
①
以及对农村社会“无孔不入”和“各取所需”式的研究姿态；（3）重于学术研

究自身的发展和形形色色学术共同体的培育，其主要表现为学术研究和学术共同体命运与农村社会命

运相互分离、甚至毫不相干。在这样的研究中，一是很多研究者常常用从西方拿来的经由学院建制化

的知识和理论来认识中国社会，并以此作为他们批判中国农村社会的知识底蕴和理据基础（叶启政，

2016），结果使中国农村研究往往难以充分体现中国；二是一些努力让中国农村社会研究“说中国话”

的研究者虽然非常重视田野调查，也认为真实的、丰富的实践才是理论的源泉，但是他们常常只是善

于停留在抽象的层面上进行学术概念、理论和观念的生产，普遍忽视了社会科学类研究应该主动扮演

治理角色、发挥治理效能（樊凡，2017b）。

当然，这并不是说人们在认识中国、解释中国以及建设中国时不需要西方话语和方案，而是说满

眼只有西方的话语和方案，既不符合历史现实，又未必是未来之势（温铁军，2018）。不难发现，改革

开放以来，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西学的强烈冲击，但是中国农村社会并不是依西方的方案发展的，

而是在没有现成经验和模式可以照搬的情况下，通过不断的摸索和改革发展的。面向未来，仍然没有

现成的经验和模式可以照搬。在这种情况下，对具有超大规模乡村社会的中国来说，为了实现乡村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以及乡村的全面振兴，有效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不幸的是，这些围观式农村社会研究虽然可能研究的是真现象，但是常常陷入学科化的逻辑推理和概

念游戏且急于得出清晰简洁的结论（樊凡，2017a），难以提出真问题、解决真问题，于是难以融入中

①
此处改用的是费孝通 1990年在日本东京以“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为主题演讲时总结的处理不同文化关系的十

六字箴言，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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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历史和现实
①
，更遑论形成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②
。

在围观式中国农村社会研究“发展和繁荣”的背后，研究者往往敏于专业知识而钝于生活事实、

常常基于自己的知识背景和知识偏好对研究对象进行刻意的限制、裁剪和装扮，提出的政策和建议往

往与现实无缘（樊凡，2017a）。在难以对现实产生影响的同时，很多围观式农村社会研究者陷入“倾

向于学术批判而非合作”（Routledge and Derickson，2015）的境况中。虽然相互批判在一定程度上促

成了农村社会研究的“活跃和繁荣”，但是其中更多的只是研究者的“自娱自乐”（樊凡，2017a）。这

种缺乏合作热衷批判的研究状态，非但不具进化的优势，反而使围观式农村社会研究者“缺乏共识，

彼此之间难以沟通，以致在整个学圈中难以形塑具有共识性的‘客观’判断标准来评定学养的良莠”

（Stinchcombe，2001）。

除了以上问题外，这些围观式农村社会研究中还存在将农村社会视为问题社会的倾向。尤其是在

现代性的话语中，中国农村社会似乎变成了很多围观式研究者眼中的“问题社会”，对中国农村各种“问

题”的研究，便成了这些研究者的中心任务（陆益龙，2010）。然而，将中国农村社会预设为“问题社

会”的做法值得质疑，它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建构、夸大农村社会问题的嫌疑。这容易导致经验研究过

密化、过于依赖研究者的直觉和经验，并常常简单地重复一般性的农村社会调查，且这些调查往往只

是为了调查而调查，对农村社会研究自身和农村社会的贡献其实微乎其微（陆益龙，2010）。与此同时，

低水平的农村社会研究助长了一种刻薄的人文主义情怀，这种情怀常常表现为自虐式的激进主义，它

“妖魔化了祖宗、对‘中国’失去了起码的敬畏”（杨光斌，2016）。

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人们开始质疑中国农村社会研究存在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在中国农村社会研

究自身存在的基础被围观式研究动摇之后，它该何去何从成为研究者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为了有效解

决这些问题，使中国农村社会研究健康发展，一些研究者开始着力于“推进学术研究的本土化”和“改

进农村社会研究的方法”，并产生了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成果（例如黄宗智，2005；叶启政，2006；赵鼎

新，2011，2015，2018；贺雪峰，2014；边燕杰，2015，2017；李强，2016；折晓叶，2018；谢宇，

2018；李建民，2018；张静，2018）。这些成果不仅深化了人们对中国农村社会研究存在问题的认识，

还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思路和方案。但是，由于它们并没有对社会研究所依赖的传统的、主流的“田

野调查法”进行深入的、彻底的反思，普遍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点的认识论意蕴”（贺来，

2018）③
，往往并不能很好地识别和解决中国农村社会研究中存在的以上问题。

①
渠敬东、周飞舟（2015）；徐勇（2016）；温铁军（2018）等曾在不同的维度上对此论点进行过阐释。

②
黄宗智（2005）、徐勇（2016）等曾在不同的维度上对此现象进行过反思。

③
毛泽东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毛泽

东，1991：《实践论》，载《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284页），这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点的

认识论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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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动式农村社会研究的出现

费孝通（2001）曾在《重返江村》一文中反思道，“乡亲们对我们这样亲切，他们看见我们来了，

抱着很大希望。如果我只写篇论文，出本书，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这不是太对不住他们了么？”在

2017年的一次演讲中，于晓刚借对“主流人类学”研究的反思，也阐释过此问题。他指出，“在太平

洋的一些小岛上有一些原住民，这些原住民有一些很奇怪的婚姻关系和社会制度，有很多人类学学者

到那儿去调查，产生了诸多人类学博士。但是一百年以后，人们发现这个岛依然还是这个岛，这些人

依然还是赤身裸体，那么贫困。产生了那么多的博士，却没有对这个岛产生任何积极的影响”
①
。

也许，围观式农村社会研究最关心的，其实是自己的“发展和繁荣”。然而，与“围观式学术的发

展和繁荣”相比，农村社会研究的价值更在于解决实际困难、真正为农村社会服务，即为推进乡村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以及当前乡村振兴战略的贯彻落实作出切实的贡献，其根本任务是坚持问

题导向、突出重点领域，帮助农村社会更好地发展。也唯有在与中国农村社会命运的紧密连接中，农

村社会研究的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开放性和时代性才能得到有力的彰显。为了有效防止农村社

会研究蜕变为依附于甚至寄生于农村社会之上的“学术职业”，积极主动、及时有效兑现研究的社会责

任，一些研究者开始倡导、践行一种不同于围观式的研究范式。这种新的农村社会研究范式以“田野

实践”为基础、以学术与实践的相育和相长为志，注重的不只是研究在学术上的贡献，还有研究的实

践效能和实践品质。借用经典的理想类型分析法（Weber，1949），可以将其称为“行动式农村社会研

究”，该研究范式为破解“农村社会研究何以能中国”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思路、开辟了平台。

在分析行动式农村社会研究之前，有必要先对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的发展历史加以概述。

行动研究诞生于社会活动领域，1946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首次提出一种把“行动”和“研

究”结合起来的“行动研究”方法，它要求研究人员结合现状，在行动（即实践）中了解问题、解决

问题。在具体操作中，“行动研究”是计划、行动、观察、反思的螺旋式循环过程（蒋楠，1987；Small，

1995）。20世纪 70年代后，“行动研究”开始成为一种教育研究方法，用来研究以学校为基础的课程

发展、专业发展、学校改进以及教育系统规划和教育政策，其目的在于解决教育实践中存在的实际问

题（凯米斯，1994）；再后来，被广泛应用于组织研究、城市社区研究、发展研究、医务护理研究、酒

店管理研究等多个领域（李小云等，2008）。从广义上说，在国际社会中存在三种不同的行动研究：（1）

就职于学术研究机构的学者发起的试图与社会运动和政治工程建立起关联的行动研究；（2）研究者参

与到某一具体社会运动和政治工程中的行动研究；（3）非学术性的独立机构所进行的行动研究（Borras，

2016）。在行动研究中，学术研究与社会行动的边界变得相当模糊，研究者与实践者相互协作，共同推

动研究目标的实现（李小云等，2008）。与国外多层次、多领域的探讨相比，国内对行动研究的关注几

乎全部集中在教育领域（李小云等，2008）。

从国外行动研究的历史来看，有很多行动研究是以研究者为中心构建起来的，侧重学术对实践的

①
于晓刚 2017年 4月8日在“一席”上的演讲：《拉市海的选择》，http://yixi.tv/speech/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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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向影响和干预。在有的行动研究中，研究者甚至乐于放大各种社会争论和矛盾，善于“玩弄”“煽动”

和“挟持”民众与政府对立，在行动上常常显得有些激进，造成破坏性后果。以研究者为中心的行动

研究，可能彰显的是研究者的“傲慢与偏见”，可能存在不道德的、不公正的权力关系。经由这些权力

关系，研究者能够对研究对象进行任意的、刻意的和专断的干涉、强制和支配，这其实是“学术霸权”

的体现。此外，因为“行动研究”只重视解决实践中的问题，又在一定程度上轻视了学者的学术追求，

为了促成学术与实践的相育和相长，而非单纯地成就实践，有必要将“行动研究”升级为“行动式研

究”（research as praxis）①
。例如，近些年国外有的学者（例如 Small，1995；Small and Uttal，2005；

麦克·布洛维，2007）开始倡导并践行一种富有公共关怀和道德担当的行动式“公共社会科学”，他们

认为学术研究者应该到第一线去体验而不是去调查，与研究中所涉及到的其他主体进行合作式研究。

其实，在中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中，梁漱溟和晏阳初的乡村建设实践在一定程

度上可被视为行动式农村社会研究。近年来，少数中国农村社会研究者也开始倡导并践行一种将研究

融入实践，以平等务实为基础，以多中心或者去中心化的治理为途径，以善治（“做好中国文章”）、“讲

好中国故事”和“阐明中国道理（折晓叶，2018）”为目标的行动式研究。这种研究范式改变了以研究

者为中心构建行动研究的传统，倡导并推进了学术的民主化、彰显了学术王道。

例如，于晓刚团队于 2000年开始在云南拉市海进行的中国乡村资源管理的实践探索、21世纪以

来温铁军团队所展开的乡村建设实践探索、叶敬忠团队于 2010年开始在河北省易县坡仓乡桑岗村开

展的“巢状市场扶贫”实践探索、李小云等人于 2014年开始在云南勐腊县勐伴镇的边境瑶寨河边村

开展的贫困综合治理实践探索、李录堂等人于 2016年开始在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董岭村开展的双重

保障型农地产权改革实践探索等。这些行动式研究不同于以研究者为中心构建起来的行动研究，在形

态上表现为一种公共参与而非单向的干预和支配。这些研究者在拒绝对农村社会问题的话题化和学术

化炒作的同时又不失学术志趣与学术思考，将学术研究与学术追求建立在与农村社会主体心连心、同

呼吸、共命运的基础上，以为农村社会服务、为农村作贡献为中心，尤其强调学术研究的社会责任以

及主动、积极的社会行动，并以实践效能作为检验研究成败的决定性依据，打造的是命运共同体
②
。

由此，将“行动研究”升级为“行动式研究”，一是可以使长期遭到忽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

观点的认识论意蕴”（贺来，2018）得到农村社会研究界的重视；二是可以在改善学术割据现状和培育

不同研究团队之间“交往理性”（尤尔根·哈贝马斯，2017）③
和合作精神的同时，提升农村社会研究

①Small（1995）和Small andUttal（2005）将这种研究范式称为“action-oriented research”。为了突显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

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此处用更接近哲学意义的“实践（praxis）”来表示具有一定创造性和变革性的行动。

②
文章所言的命运共同体，包含三个不同的层次，从小到大来说，它们分别是：（1）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命运共同体，

即研究者的学术研究应该与研究对象的命运紧密相连；（2）基于前者而形成的学术与实践的命运共同体，即研究者应该

努力促成学术与实践的相育和相长；（3）人类命运共同体，即研究者应该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背景下来给中国农

村社会研究进行定位和定向。

③“交往理性”指不同主体在围绕某个或某些议题协商讨论时，应该以“公共理由”和“最佳论据”来凝聚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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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共性、强化研究的公共关怀和道德担当，使农村社会研究从形形色色的学术共同体的小圈子走向

公共世界（Small andUttal，2005；樊凡，2017b）；三是可以增强农村社会研究的现实感和敏锐性、提

高研究主题的精准度，并在此基础上提升学术研究的实践品质、落实学术研究理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使学术在田野实践的不断检验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最后可以给讲好中国农村社会故事、阐明中国道

理以及展现可推广的实践经验，提供丰富的样本。

在当下农村社会研究界，虽然围观式的研究是显学，鲜见行动式的研究，但是不能忽视行动式研

究这一有益的尝试。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时代，行动式研究不仅有利于丰富农村社会研究的范式，还由于其志在打造命运共同体而显得更得

理、更得势、更得人心。当然，这里并不是说研究者简单地从“认识主体”转换成“实践主体”，就可

天然获得研究的合法性、甚至是质的飞跃，而是说基于“田野实践”的行动式研究为增强农村社会研

究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开辟了新的平台和可能。

四、行动式农村社会研究的理想图景

根据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人只有作为‘实践主体’才可能成为现实的‘认识主体’，或者说，只

有‘实践主体’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认识主体’”（贺来，2018）。行动式农村社会研究，是研究者作为

“实践主体”展开的研究，它不同于“行动者视角的研究”（Long，2001），也不同于采用“参与观察

法”（丹尼·L·乔金森，2008）的研究，而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需要研究者构建一套全新的知识、

态度和技能体系（Small andUttal，2005；李小云等，2008）去进行智慧的实践。行动式农村社会研究

自出现以来就挑战着传统的、主流的仅以田野调查为基础、以学术为志的农村社会研究，甚至可能带

来研究范式上的革命。

通过查阅与“拉市海乡村资源自我管理的实践探索”“‘巢状市场扶贫’实践”“贫困综合治理实践”

以及“双重保障型农地产权改革实践”等有关的新闻报道和研究文献，笔者发现，行动式农村社会研

究以在地化的田野实践为基础、以促成学术与实践的相育和相长为取向。虽然这些行动式研究还处在

进行时，它们的实践效能一时还难以定论，但是从目前取得的成效和积累的实践经验来看，行动式农

村社会研究中的“田野实践”不仅释放出了治理效能，还显示出了农村社会研究的新品格和新风貌。

（一）浓描农村社会研究的初心

关于农村社会研究的初心，费孝通先生对此有过清晰且准确的表述，即“志在富民”和“文化自

觉”（周飞舟，2017）。为了在具体的行动式研究中浓描农村社会研究的初心，使研究“能引起人们感

知上的共鸣、满足认知上的需求，能激发和拓展理解中国农村社会的空间，能让人们感到贴切和有用”

（叶启政，2006），相关研究者更应该秉承学术研究的“实践品格”而非简单地固守“学术理性”。“实

践品格”要求农村社会研究应从实践出发、以学术与实践的相育和相长为志；“学术理性”只是要求农

村社会研究从田野调查得来的“事实”出发，在既定的、为学术共同体所制定、接受和倡导的学术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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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和学术目标下开展研究。在当下，这些学术规范和学术目标更多地与农村社会研究的性质
①
相关。

借用邓小平的“白猫黑猫论”，可以说农村社会研究的性质不管是“质性的”还是“定量的”，只要能

解决中国农村社会问题、能推进中国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能促进中国乡村全面振兴，就

是好的研究。

理想的行动式农村社会研究，目的并不是为研究者博得同行的认可并以此为基础为研究者在学术

圈谋求学术地位，而是为了在帮助农村社会取得更好发展的同时，展现中国样本、讲好中国故事和阐

明中国道理。如果行动式农村社会研究者陷入各种学术话题无法自拔，那么就会使农村社会研究“作

茧自缚”，不仅初心泯灭，前途更是堪忧：一方面，仅仅通过学术上的讨论和争论不仅难以找到“农

村社会研究如何才能本土化”“农村社会研究如何才能更科学”“定量还是定性”等学术“问题”的答

案，还常常加剧了这些学术“问题”的严重性；另一方面，对这些学术“问题”的强势关注、探讨和

争论，会使相关研究者陷入学术话题诱导的盲区和陷阱。农村社会研究要走出这些盲区和陷阱、要有

所突破并更上一层楼，就必须寻求并开拓新的研究范式。虽然各种“学术话题”为研究者提供了广阔

的学术“争鸣”空间，但是研究者却没有过多纠缠或者纠结于此的必要，也许，要解决这些“学术难

题”，只能“解铃还须系铃人”，而这需要相关探讨者对这些“难题”进行“脱敏”和“松绑”。

具有公共性的学术研究，不仅不能只见小圈子化的同行评议而忽视社会公众的评判，逃避历史和

实践的双重检验（樊凡，2017b），在本质上还应该是实践性和解放性的。马克思（2012）指出，一方

面，“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

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

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②
；另一方面，“凡是把理论引

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③
。在中国乡

村社会治理需求凸显、乡村振兴有待实现的时代，以培育和优化“地方性实践智慧”为目标之一的行

动式研究，在拒绝那些专业化、学术化、体制化以及知识化的围观式农村社会研究范式的同时，提供

了化解学术话题争论的平台、搭建了农村社会研究进步的阶梯、展现了农村社会研究的理想图景。

出于实际考虑，作为小群体或者个体的研究者只能在小范围开展行动式研究。虽然任何田野实践

都需要各种各样的条件，总是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瑕疵和缺陷，但是这不应成为研究者回避“田野实践”、

固守“田野调查”的借口。对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来说，最重要的品格是对真诚的恪守和积极主动的责

任担当，在具体的行动式研究中，需要研究者走出狂人的铁屋，能够拒绝过度的断言，具备更多的谦

卑、智慧与耐心。从行动式农村社会研究的理想图景来看，研究者在地化的田野实践不仅能增强研究

①
即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

②
马克思、恩格斯，20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

人民出版社，第13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20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

人民出版社，第135-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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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实性、敏锐性和政治智慧，还能为理解和阐释中国农村社会提供更丰富、更真实的信息，与此同

时，研究者在与诸种不同声音、利益的持续交织和博弈中，他们可能具有的自负心态以及各种偏见也

会被极大地稀释掉。当然，致力于促成学术与实践相育和相长的行动式研究，并不意味着对地方实践

经验的偏执固守和美化，或是抵制、拒绝任何评价，也不会过于强调地方实践策略的效力范围。即使

是较为理想的“地方性实践智慧”，也是在不断试错、不断优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历史经验表明，一方

面，“‘地方性’丝毫不意味着在空间上的封闭性，地方性情境是可以改变、扩展的，当然不是扩展为

‘普遍’，而是转换到另一个新的地方性情境中去”（盛晓明，2000）；另一方面，“地方性实践智慧”

总是具有相当程度的开放性和自主性：自主性，指的是“地方性实践智慧”具备一定的自我优化能力，

开放性，指的是此地的“地方性实践智慧”总是能够与他地的“地方性实践智慧”进行持续有效的互

动。虽然开放的“地方性实践智慧”总会遇到竞争与冲突，但是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地方性实践智

慧”非但不能排除竞争和冲突，而且恰恰以竞争和冲突的存在为其演化的必要条件。

（二）重构农村社会研究的方法

行动式农村社会研究离不开研究者的“田野实践”，其基本路线是研究者放弃单纯依赖“田野调查”

的研究路径以及各种研究的理论预设和知识限定，转而从直接的田野实践中不断获取资料和信息，并

运用综合的没有学科偏见的方法对这些资料和信息进行分析，最终形成学术上的研究成果。在行动式

研究中，研究者将他们自己的行动视为研究对象的一部分，研究中所涉及到的其他主体，例如农民、

各种村民自治组织以及地方政府和诸种嵌入进农村社会的市场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也是研究的“共同参

与者”
①
，这些不同的主体不仅提供了资料，还提供了某些解释。

农村社会不像工厂或超市，研究不可能标准化，对以促成学术与实践的相育和相长为取向的行动

式农村社会研究来说，研究方法只是一种工具而非进行自我约束的紧箍咒，本质上是为研究目的服务

的。如果将研究方法限制在诸如“科学化”“本土化”“定量研究”以及“质性研究”等学术话题中，

那么研究通达现实的能力以及想象力和创造力就会受到限制和损失。要很好地开展行动式农村社会研

究，研究者需要具备一定的政治素养，这些素养能促成研究者不厌其烦地揭示“地方性实践智慧”的

各种限制性条件和生长点，进而为“地方性实践智慧”的培育和优化提供各种实践策略上的支撑。

由于“地方性实践智慧”涉及的问题很多，自身是一个整体，对行动式农村社会研究者来说，首

先有必要寻找一种尽量接近这个事物的方法开展研究。在这个问题上，需要研究者跳出“农村社会研

究本土化”“定量与定性之争”以及“农村社会研究是否‘科学’或者对其进行‘科学改造’”的学术

话题陷阱，借用跨学科或者去学科化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其次，单纯依靠某一个学科根本无法将其

解释清楚，为了理解它的各个方面，需要研究者对其进行分解。于是，研究者需要依据自然科学与工

程技术各学科、社会科学各学科以及艺术与人文各学科对“地方性实践智慧”进行分解并提出各自的

问题。可是，一个学科未必能够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问题的答案常常有可能隐藏在别的学科或者一

①
行动式研究一般不在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作明确区分，在行动式研究中，传统意义上的“研究主体”也是研究的对象和

研究的客体；传统意义上的“研究客体”也是研究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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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以可靠的情况为依据的常识性判断里，借用跨学科或者去学科化的研究方法，就是试图复原“地方

性实践智慧”的完整性，让有关“地方性实践智慧”的各个问题相互提问，让不同的学科来相互说明

（赵汀阳，2016），以依据可靠情况的常识来进行判断（费孝通，2001）。以促成学术与实践的相育和

相长为取向的行动式农村社会研究，能有效地填平不同学科之间的鸿沟、促成不同学科的协同。

为了对从田野实践中获取的资料和信息进行贴切而有用的学术分析，研究者有必要在采用跨学科

或者去学科化分析法的同时，运用历史阐释学、叙事学和叙事社会学等的研究方法，即用“历史叙事”

或者“写实主义”的叙事方式，在“展示时间进程中事件群的变化和它们彼此之间关系转变”（海登·怀

特，2004）的同时，讲好中国农村社会故事、阐明中国道理。由于农村社会研究的对象不仅不是板上

钉钉的既成事实，其边界还常常不清晰、很难符合明晰性的要求，研究者对它们进行清晰、简洁和明

了的叙事似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在突出情境、展示过程和揭示关系的学

术叙事中充沛地展现农村社会中的人、事、物的复杂性以及那些常常不能被精确阐释和定义的不确定

性事物，采用模糊学的方法可能更具方法论上的优势。即研究者生产的学术成果，必须要有足够的带

宽和“足够强大的张力，要能容纳足够复杂的关系，要能够展示完整的过程”（应星，2006）。当然，

这些“学术叙事”不是对田野实践历史过程的简单再现和对“地方性实践智慧”的强制阐释，而是对

它们的“理性阐释、澄明性阐释、公度性阐释、建构性阐释、超越性阐释和反思性重构”（张江，2017），

叙事的过程实际上是人文社会科学想象力的展现（应星，2006），要努力地“揭示各种历史实践的限制

条件，并将历史过程中所丧失的各种可能性展现出来”（卢晖临，2004）。此外，为避免行动式研究工

具化、碎片化、区域化的趋向，有必要在叙事过程中给反思性研究、整体视野以及宏大叙事留下空间，

这样才能为地方以及整个国家治理农村社会事务的行为和方式的改进提供思路和可供借鉴、推广的经

验。

（三）重塑农村社会研究价值和意义的标准

学术研究来源于实践、根植于实践、服务于实践，最终要接受实践的检验。真正伟大的研究成果

几乎都是在实践的启示下深刻认识了实践（钱乘旦，2018）。以促成学术与实践的相育和相长为取向的

行动式农村社会研究是一种展现学术研究实践品格的研究，相对于学术自由和学术自主性，它更看重

学术研究的社会责任和公共绩效，即研究对农村社会的影响范围、影响程度以及影响的质量。倘若难

以对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以及乡村的全面振兴产生货真价实的影响，学术上的繁荣就是

过剩的、虚假的，于是，农村社会研究就可能成为“一种失去准头的纯粹自我‘干过瘾’的概念游戏，

让研究者在自己所经营起来的学院小圆圈里，进行着自我内耗的权力斗争”（叶启政，2006）。

这即是说，农村社会研究不能只以研究者和学术共同体为中心，不能只强调学术自由和学术自主，

不能只以学术同行的评议作为评判研究质量的主要依据，不能只为研究者和学术共同体的单方面发展

和繁荣，而要努力促成学术与实践的相育和相长。也许，唯有在展现研究实践品格的基础上，中国农

村社会研究者才能真正走上“从实践的认识出发，进而提高到理论概念，再回到实践去检验”（黄宗智，

2005）的认识中国之路，才能有效构建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自信和学术话语，才能有效回应“学术何

以能中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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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讨论

总的来说，围观式农村社会研究往往仅以“学术志业”为重，善于进行精细化的学术操作和形形

色色学术共同体的培育，而当下研究者对“农村社会研究如何才能本土化”“农村社会研究如何才能科

学化”“选择定量还是定性研究”之类学术话题的强势关注和参与，往往将研究压制在学术话题而非现

实问题之上，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学术跟风和学术割据，忽视了农村社会研究理应具备的“实践品

质”，使研究往往“难以中国”。

农村社会研究要能够中国，必须服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如果农村社会研究与当代中国农村社会

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进程无关，而只是带来了大量的所谓的“学术研究成果”，那绝对不值得庆

贺（陈平原，2003）。使命呼唤担当，使命和责任引领未来，要使农村社会研究“长”在中国，融入到

中国历史和中国文明中，于情于理、于史于势都有必要倡导并建构行动式农村社会研究，并努力将其

制度化、主流化和常态化，对当下这个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地发挥作用、急需构建中国特色哲

学社会科学的时代来说更是如此。

以“田野实践”为基础，着力培育和优化地方性实践智慧的行动式农村社会研究，不但能够应对

传统以认识论和知识论为取向的围观式农村社会研究所面临的行动力薄弱和社会责任缺失的双重危

机，使求知型的围观式研究转型为求治型的行动式研究，而且能够在学术研究中的心志伦理与社会责

任伦理之间建立起良好的关系。与传统的过分依赖田野调查、专业框架、经验归纳和逻辑演绎且评于

学术共同体的围观式研究不同，行动式研究始于实践、行于实践、评于实践，依赖的是在经济学意义

上有用的、在管理学意义上有效的以及富有政治智慧和友爱精神的社会行动。虽然在具体的行动式研

究中，亦存在诸多问题和挑战，比如“成果的认定问题”“多方合作交易成本可能居高不下的问题”“实

践者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和坚定的意志”“是否能得到持续性的辅助支持”“有可能将弱势群体排除在外”

（李小云等，2008）以及“研究者与合作者在责任和目标上的分歧问题、研究者的学术角色和行动角

色可能存在差异和冲突”（Routledge and Derickson，2015）等，但是，与其对这些问题和挑战进行围

观式的学术研究，不如直接以“行动式研究”的途径去应对和解决“行动式研究”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和挑战，这也是行动式研究之所以是“行动式”的根本原因所在。

这种将农村社会研究建立在“田野实践”基础上的行动范式，尚未成为农村社会研究的主流，不

过，它是有意义的，也最有可能满足人民的期待、经得起历史实践的检验。与传统的、主流的建立在

“田野调查”基础上的农村社会研究相比，建立在“田野实践”基础上的行动式研究不但更具“出真

知”“现灼见”的能力，而且与农村社会的命运更相关，更能顺应中国历史和文明的大势。也许，唯

有将围观式研究升级为行动式研究，研究者才能洞见那些隐藏于各种农村社会问题背后的症结，并使

其彻底暴露出来。由此，农村社会研究才能更真实、更敏锐、更精准。或许，在围观式农村社会研究

中，研究者常常“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不在此山中”，而行动式研究，有助于促成研究者“在农村

社会中”认识其“真面目”。此处，总结行动式农村社会研究的特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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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它不是应用农村社会研究，即它不是简单地主张以农村社会研究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为工

具，去识别和解决农村社会在发展中面临的各种实际问题，好像这些理论、方法和成果在人们识别和

解决农村社会问题时，具有先天的正当性、可行性和有效性，而是倡导农村社会研究者同时以合作者

和公民的身份而非单薄的研究者身份与相关农村社会主体一道，以平等为基础、合作协同为途径，推

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以及乡村的全面振兴。当然，行动式农村社会研究不主张将研究

者从学术工作者强行转变为农村“社会工作者”，而是倡导严谨的学术研究不能忽视实践观点的认识

论意蕴，不能与现实的实践无缘。

第二，它不是田野实验式研究。田野实验式研究往往需要采用随机分配的方式，将研究对象分配

为控制组和干预组（李强，2016），倾向于评估对真实世界的干预效果（臧雷振，2016）。目前，田

野实验式研究在农村社会研究中还比较少见，虽然未来也许会用到农村社会研究中来，但是，由于对

研究设计、研究规划和控制研究变量的强调，它不仅常常是以研究者为中心构建起来的，而且只是一

种研究的方法，与作为研究范式的行动式研究有本质的区别。除此之外，一般来说，实验更具自然科

学意义上的“科学性”，实践更具试验性和创造性。

第三，它不主张将学术共同体简单地转变为智库，而是倡导研究者要积极、主动地行动起来，将

研究融入到行动中去，在“研究”与“行动”的交互作用中，促成学术与实践的相育和相长。

第四，它对研究方法和学科边界的融合能够超越甚至化解由诸如“农村社会研究本土化和科学化”

“定量研究拟或定性研究”等学术话题造成的对峙性学术争论。虽然这些争论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围

观式农村社会研究”的割据式繁荣，但是它们往往深受研究者和学术共同体需求和心志的影响，成果

常常建立在偏见之上。

最后，有必要说明的是，文章在提出“围观式”“行动式”这两种不同的农村社会研究范式时，

采用的是理想类型分析法，对这两种研究范式的提炼虽然源于现实，但是不等同于现实，初衷是在澄

清围观式农村社会研究所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为行动式农村社会研究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提供说明，而

非将所有基于“田野调查”的研究都简单地归为“围观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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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Rubbernecking” towards “Research as Praxis”:AParadigm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Social Studies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Fan Fan Liu Juan

Abstract: Based on an “ideal type”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trajectory in rural social studies, this article identifies two main

paradigms in this area. One of them is based on “field studies”, the other is based on “praxis”. The former type can be characterized

as “rubbernecking research”, considering its ignorance of practice-traditions in academic research; while the latter type pursues

“research as praxis” with strong emphasis on practice-traditions in academic research. After a critical reflection on the former type,

the study reveals that the ignorance of practice-traditions in academic research not only manifests the fading original aspirations for

rural social studies, but also explains why these studies are difficult to be integrated into the context of China. In order to “Chinalize”

rural social studies, it would be essential to call for a paradigm that focuses on “research as praxis”, forging a concept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In contrast with the conventional field study-based rural social studies and the interventional action

research which is sometimes forcible, this research paradigm goes well beyond the induced blind spots and traps of topics, such as

“localization of rural social studies”, “how far is rural social studies from science”, as well as the discussions and debates over

methodologies and disciplines, aiming to promote the mutual cultivation of academic research and praxis through prudent and

pragmatic field practices.

KeyWords:Rural Social Study;RubberneckingResearch;Research asPraxis; Ideal Future; PracticalCharacter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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